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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意義建構理論為基礎，提出訊息意義隨情境改變的觀

點，並將此觀點具體實踐在調查題項的建構上，藉以提升資料品質

與效度。作者除檢討缺乏特定時空情境的問項會造成資料的劣化與

效度的威脅外，並具體建議在調查題項建構過程中，應如何在實務

中納入特定時空情境因素以作為讓受測者填答的依據，也讓研究者

得以在特定時空的特定情境上詮釋訊息對受測者的意義及受測者的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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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傳遞性」(transmission view)觀點向來被用來描述人際間的傳

播行為，而其中又以具古典代表性的「簡易傳輸模式」(simple 
transmission model)最為人所熟知。傳播領域中的傳遞性觀點，最早

是由 Shannon 與 Weaver 創建的資訊傳輸模式(Shannon & Weaver. 
1949)所修正而來，該模式藉由從資訊「來源」到「目的地」間的線

性「訊號傳輸」(Fiske, 1982)流程，用以來描繪人與人之間的傳播與

互動行為；該模式將「訊息」視為獨立的客體，因此得以不受干擾

的從傳送者向接收者的方向移動。也由於此種人際傳播互動模式勾

勒出訊息與傳播效果間的因果關係，因而在過去半世紀成功導引傳

播領域的媒介效果研究，成為主流傳播典範之一(McQuail, 2000; 
Rogers, 1986)。 

採「傳輸模式」觀點的傳播效果研究，其研究重心大致上都鎖

定在擁有決策資訊內容的「傳送者」與最後會改變接收者行為的「資

訊內容」（例如廣告訊息或說服模式），其中尤以訊息內容在研究架

構中常被視為是自變項，具備改變資訊接收者行為的關鍵性能力，

而資訊接收者行為的改變則等同於依變項，會隨接收「資訊內容」

而被影響或改變；至於行為改變幅度的大小，則被視為是「資訊內

容」此自變項所產生的「效果幅度」(effect size)。 

「傳輸模式」觀點其研究架構背後的基本假設(assumption)為：

訊息是獨立於傳送者與接收者的客體，訊息本身的價值與意義必為

傳送者與接收者所共享；傳送者傳送想要影響接收者的訊息時，必

然相信接收者對訊息的詮釋會與傳送者的詮釋雷同。這種以傳送者

為核心價值的研究取向，可視為是抱持「絕對資訊」 (absolute 
information; Dervin, 1989)的價值觀，亦即訊息的意義是絕對而不改

變，且不會隨時間與空間的異動而有所不同。 

然而，也有許多研究顯示「絕對資訊」不是不存在就是鮮少出

現在人際傳播過程中(Dervin, 1980)。同一訊息在不同的情境下往往

會呈現不同意涵，且訊息內容的價值、影響、效果大小也不是永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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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造成這種差異的原因，在於資訊或訊息內容在人際傳播的過

程中，扮演接收者角色的閱聽人所身處的情境會隨時間、空間而持

續變化(Dervin, 1980; 1989)，結果導致閱聽人在詮釋與建構訊息內容

的意義時，會受到其本身「當下」所處的時空情境所制約，「絕對資

訊」轉為「相對資訊」，訊息的終結意義須取決於當時特定的時空情

境。  

過往採取傳遞性觀點的傳播效果研究在探索人際傳播的效果

時，多半持「絕對資訊」的價值觀，且在量表建構與資料蒐集的過

程中，未能考量「相對資訊」對閱聽人所產生的影響，也疏於納入

特定時空情境對訊息內容與意義的制約，進而導致所蒐集到的資料

品質受到劣化的威脅。 

基於「絕對資訊」及「傳遞性模式」對資料品質所產生的負面

效應，本文試圖從理論層次與實務操作層次提出解決之道。易言之，

本文將： 
一、透過相關情境文獻的分析，分析特定時空情境對於訊息內

容所可能造成制約影響。 

二、檢視過去人際傳播相關研究中，量表與問項中未能考慮時

空情境因素，致使「訊息」的意義受到污染。 

三、提出在量表與問項中納入時空情境變數的實務操作策略。 

 

二、以使用者為導向的傳播理論 

採用「傳遞式」觀點的傳播效果研究，研究焦點通常都鎖定在

訊息對於閱聽人所產生的影響與影響幅度，Dervin 和 Nilan (1986)
稱此為「系統取向」(system-oriented approach)，也就是從系統運作

的角度思考訊息的傳遞過程；在此觀點下，閱聽人在系統分析架構

中僅被視為是一群毫無抵擋能力的烏合之眾，角色不被重視，相同

臉孔，欠缺選擇能力，隨時在等待系統訊息輸入的制約，然後註定

產生行為與態度上的改變。 

與「系統取向」相對應的是「使用者取向」或「使用者中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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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user-oriented approach)，亦即研究者不從系統運行的架構進行

思考，去探討訊息傳遞的方向、管道、速度等，反而是站在閱聽人

或資訊使用者(users of information)的立場進行主觀性的探索，去瞭

解使用者如何與為何產生反應(Dervin & Nilan, 1986)。在傳播領域

中，「使用與滿足理論」或許是最貼近使用者取向，也是最能以閱聽

人所處情境為主要思考架構的理論。「使用與滿足理論」所探討的傳

播主體，已經捨棄傳送者與訊息內容至上的系統化角度，將人類互

動傳播的主軸轉移到閱聽人所處的情境上。 

「使用與滿足理論」假設閱聽人在資訊尋求的過程中是積極與

主動的角色，而不再是媒體訊息的被動接收者。這種假設也意謂著

媒體傳送者或擁有者不再能完全掌握閱聽人的資訊需求與尋求過

程，因為閱聽人會主動尋求資訊，而不是單純地等待資訊的到來。

從另一個角度來看，使用與滿足理論不再認同閱聽人所得取的資訊

必然等同於傳送者的意圖(Fiske, 1982)，且訊息是否能夠激發效果、

改變閱聽人的行為，則應取決於閱聽人本身對訊息尋求、使用與滿

足的結果。 

Dervin 於 1980 年代創建的「意義建構理論」(Sense-making 
Theory)，本身與「使用與滿足理論」都強調使用者為傳播行為的主

體，不過「意義建構理論」更看重使用者所處情境對於訊息意涵的

影響性，也就是訊息的真正意義必須由閱聽人在每一個特定情境下

進行主觀的建構。 

 

三、從情境變數中考量訊息的意涵 

「意義建構理論」的主要論辯，在於強調資訊對使用者的意

義，會因為使用者所處的特定時間與空間位置而有所不同，因此在

衡量訊息對使用者所產生的影響或效果時，必須考量特定時空的情

境因素。Dervin 因此將衡量使用者效果研究的變數劃分為兩大類，

一種是屬於「跨時空變數」，另一種是屬於「特定時空的情境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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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時空變數」指的是，當研究者若根據人口變項（如性別、

教育程度、收入、居住區域）、生活形態（如人際關係、媒介暴露、

網路使用等）或人格特質等變數群組，作為區隔閱聽人的自變項

(Dervin, 1989)，其研究假設是，只要知悉閱聽人其分類變數的屬性，

即可成功預測其對於訊息的反應為何，因為具備不同人口變項、生

活形態或人格特質屬性的閱聽人，會對同樣的訊息表現出不同的反

應與行為。這些作為區別閱聽人的分類變數群組（人口變項、生活

形態、人格特質），因為多半屬於客觀、固定、不隨時間與空間彈性

變化的「事實」，亦即擁有某種變數屬性(attributes)的閱聽人，並不

會因為所處時間與所處空間的不同而改變變數屬性，例如擁有性

別、教育程度、性格等變數的某種屬性的閱聽人，不管身在何處或

處在何時，大多時候其屬性並不會異動，因此 Dervin(1983a; 1989)
視這些分類變數為「跨時空」(across time-space)變數。 

相對於跨時空變數的是「特定時空」情境變數，指的是當閱聽

人處在特定時間與特定空間交集下的特定狀態，這種特定狀態與跨

時空變數的不同處在於，跨時空變數的屬性，並不會隨著閱聽人所

處的時間與空間的變化而改變，而相反的，特定時空情境變數的屬

性會隨著時間與地點的不同而使閱聽人對於訊息的反應產生差異。

易言之，特定時空情境變數背後的假設為：「同樣的訊息會因為閱聽

人所處的情境不同而產生不同的意義，進而造成不同的影響。」 

過去傳播學者在研究中常採取「跨時空」分類模式將閱聽人加

以分類，並據此分類來預測閱聽人的行為反應，研究成果顯示跨時

空的分類方式，的確得以成功預測閱聽人的行為改變，在研究方法

學上有其必要性及在實證研究上的顯著性；不過 Dervin（1989a）卻

認為，跨時空變數能夠成功預測閱聽人對訊息的反應，乃是因為具

有相同跨時空變數屬性的閱聽人常會處在類似的情境(situation)，而

處在相同的情境下的閱聽人對於訊息會產生類似的反應，因此表面

上使得跨時空變數有時得以成功預測閱聽人的行為。 

不過，累計過去眾多採取跨時空分類變數群組來預測閱聽人行

為反應的研究，卻也顯示跨時空變數「群組」有其解釋變異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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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極限與瓶頸，此類變數群組既使能夠具備統計上的顯著性，其

能用以解釋閱聽人行為改變的總變異量「合計」起來，往往僅介於

3%至 6%之間，很少能達到 10%的解釋變異量，在回歸分析模型中，

未能解釋的變異與殘差仍多，此代表採取跨時空變項群組在預測個

人差異的研究取向上仍有待突破其瓶頸與限制 (Dervin, 1980; Hews 
and Haight, 1979)。要突破此項瓶頸，傳播效果研究學者可以將特定

時空情境變數納入研究架構，將情境與行為之間的關連性加入變異

量的解釋行列之中，此舉將能有效解釋更多原先無法解釋的變異。

過去少數使用特定時空的情境變數對閱聽人加以分類的研究，其研

究結果顯示比使用跨時空的人口變項或生活形態分類方式，更能有

效的預測閱聽人的行為，有著更高的預測力，也更能解釋訊息對閱

聽人態度改變上的變異(Atwood, 1980; Atwood & Dervin, 1981; 
Dervin, 1980; 1981; 1989a; Dervin, Nilan, &, Jacobson 1982)。 

 

四、跨時空變數衡量欠缺情境作為支撐 

過往許多研究對於媒介效果與影響的科學性詢問 (scientific 
inquiry)，常常都架構在跨時空、非特定情境的狀態上，這種欠缺在

特定情境下所取得的研究資料，因為其資料本身欠缺以「情境」為

支撐點(anchor)，因此會導致其真正意義難以詮釋與捉摸，且在資料

本身的信度與效度及資料的品質上都有瑕疵。如果研究者所要探索

的標的物是屬於個體的內在經驗、感受或態度時，尤其當標的物會

受到情境影響時，亦即欲測量的標的物會因為標的物所處的時間與

空間的差異而有不同的反應時，此時如果採取非特定、跨時空的詢

問，將會使得資料的品質更加劣化。以下幾個有關電腦使用經驗的

研究，因為其使用未能將特定情境考量在其詢問之中，使得使用跨

時空的調查資料，其資料品質上會產生瑕疵。例如： 

 在評量電子郵件系統使用者對於該系統使用經驗的研究中

(Trevino & Webster , 1992)，因為沒有將對於使用者的詢問「鎖

定」在特定情境下進行詢問，導致使用者回答問卷時，所提供

的是他們使用電子郵件系統跨時空、普遍性、非特定的泛泛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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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與經驗，研究者無法取得使用者所遭遇到的或對於電子郵件

系統的真正感受。 

 在探索電腦使用的心流經驗 (flow experience)研究 (Ghani & 
Deshpande,  1994)，受測者被要求回憶過去一整個學期上電腦

課程的經驗，然後研究者透過問卷試圖取得受測者電腦使用的

心流經驗。由於受測者沒有被指定或自我限定在整個學期的使

用電腦過程中的哪一次課程、哪一次經驗或哪一次記憶，在沒

有固定電腦課程上課過程中的某一個特定時刻，因此受測者填

答不同題項時，很可能在記憶中胡亂選擇，或在許多不同電腦

課程的片段記憶間前後跳躍，而不是完全鎖定在某一次特定的

電腦上課經驗，結果使得研究者取得的資料品質不足以作為經

驗分析的基礎。 

 Webster, Trevino 和 Ryan (1993)曾經報告兩個獨立研究的成果，

一個要求受測者根據使用電子郵件的經驗填答問卷，另一個要

求受測者上完一天的電腦課程後來答覆使用心境。由於兩個研

究的受測者填答問卷時，並未鎖定在某一個特定的時刻或某一

個特定情境，因此填答時可能會在不同記憶片段、不同情境、

不同時刻、不同經驗間跳躍，資料的真正意義實難以正確詮釋。 

圖一是一般調查研究中常出現的題項或問項，研究者在問卷中

試圖使用不同衡量方式對受測者進行詢問，以求能取得受測者使用

媒體的經驗、動機、使用訊息的反應或感受等。 

1. 你使用網路的動機是：  
□打發時間 □放鬆情緒 □尋求資訊 □學習事物 □陪伴家人 □社會

交流 □休閒娛樂 □習慣 □追求刺激 □其他 (請簡要說明         )

 
2. 你一週大約上網多久？？ 
□ 1 小時以內   □ 2 至 4 小時   □ 4 至 6 小時    □ 6 至 10 小時 
□10 至 20 小時  □ 20 至 30 小時 □ 30 至 40 小時  □40 小時以上 
 
3. 電視節目是否具有暴力傾向？ 
□有   □無   □有時有，有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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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動機與反應調查之題項 

在圖一中的題項，當受測者被要求答覆其使用媒介或網路的動

機時，由於題項問法並未鎖定或依附在特定時空或特定情境之上，

且使用動機非屬不變特質，往往每一次使用媒介的動機會隨著每一

次的使用目的而有所變動，因此當受測者在選取其使用動機時，通

常會根據以下幾種方式來選取動機： 
1. 總結其過去多年來使用網路的目的，而歸納出一個動機； 
2. 選取其個人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那一次使用網路的目的，然

後根據目的來選取動機； 
3. 根據其目前或當下使用網路的目的，進而選取其動機。 

同樣在圖一的題項中，每個人上網的時數必然時時變動，且會

隨著工作、假期而有很大的差異，且長期而言，一個人每週上網時

數很可能呈現出最終達到飽和狀態的 S 曲線，因此當施測者要求受

測者填寫其「一週平均上網多久小時」這類問題時，因為該項提問

並未鎖定在某一特定週的使用經驗，受測者往往會根據自我判斷而

採取以下其中一個狀況來填寫答案： 
1. 估計上週上網時數，然後填答； 
2. 根據其最近一段時間上網時數加以平均，然後填答； 
3. 根據數年來上網的時數，加以平均，然後填答； 
4. 根據個人印象最深刻的那一週的上網時數，然後填答。 

類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施測者要求受測者表達其對電視暴力的看

法時，也因為該項提問未鎖定任何一個時段與任何一個節目，因此

受測者在填答時僅能表達其廣泛、無特定根據的印象，而這項答覆

可能根據個人印象最深刻、體驗最深的那一個節目中的暴力片段，

也可能根據最近幾天的電視節目內容加以推論，或根據電視節目的

廣泛印象來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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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測試媒體使用反應的題項1 

A. 看電視時會去思考新聞、節目、與廣告訊息背後企圖的次數頻

率有多高？ 
1     2     3     4     5     6     7     8    9   10 
從來沒有                                          總是 
 

B. 電視對自己的影響有多大？ 
    1     2     3     4     5 
小                            大 
 

C. 測量媒介使用內容的題項： 
(1)  報紙使用內容：您觀看電視上的政治新聞嗎？  
(2)  電視新聞使用內容：您閱讀報紙所報導的政治新聞嗎？  
(3)  網路使用內容：您閱讀電子報、BBS 或網路上的政治新聞

嗎？  
 

D. 我同意使用網路 【1 十分不同意；2 不同意；3 普通；4 同意；

          5 十分同意】 
（1）可以獲得很多有用的資訊； 
（2）可以讓工作更有效率； 
（3）可以使生活更充實。 
（4）很容易就可以學會使用網路； 
（5）網路使用起來很方便； 
（6）使用網路的費用很便宜。 

圖二是國內學者進行調查研究的題項，研究者在問卷中試圖取

得受測者使用媒體的反應與感受等。由於這些題項並未鎖定特定時

空的情境，因此所取得的答案則是閱聽人普遍性、廣泛性的反應。

例如圖二中題 A 詢問受測者看電視時思考訊息背後企圖的次數頻

率，受測者因為沒有情境可以依循，所以往往無所適從，可能根據

印象中最深刻的那一次經驗來填寫，也可能胡亂填寫，也可能以最

近一次觀看訊息後是否思考最為根據。 

題 B 詢問電視對自己的影響，因為一般人未必時時會思考此項

                                                 
1 題 A 與題 B 來源: 陳志賢和陳志萍(2007)  題 C 來源：陳憶寧和羅文輝(2006) 

題 D 來源：羅文輝、李郁青、施盈廷和楊秀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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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因此在填答時，需要以某個特定情境作為依據。至於題 C 在

測量媒介的使用、媒介（網路）的功能的感受時，要求受測者自我

評估是否同意量表中的題項陳述，例如是否觀看電視政治新聞、閱

讀報紙政治新聞等，但受測者在進行自我評估時，必須依附在某個

特定情境其答覆與評估才具有意義，例如受測者將自己定位在昨天

或今天是否閱讀報紙政治新聞，或定位在昨晚是否觀看電視的政治

新聞，如果受測者未能將問項植根(anchor)在特定時空情境，其填答

將失去意義。同樣的，題 D 是在評量受測者使用媒介的感受，受測

者是否感受到媒體有用、方便或效率，也必須依附在某個特定情境

中才有意義，因為網路的使用有時候很有效率，有時候也會因為網

路不通反而產生障礙，如果沒有將題項植根在特定情境，受測者將

無所適從。 

如同上述的題項所顯示，如果施測的研究者在調查詢問的過程

中，放任受測者在未鎖定任何特定情境下要求受測者來反映其經

驗、態度或感受時，所取得的資料則會趨於普遍化、泛泛非特定化

的感受，因為詢問時是跨時空、普遍性、泛泛非特定的詢問，得到

的答覆也必然屬於同一類型。過去的文獻早已顯示這種跨時空、非

特定的資料實際上無法用來充分解釋閱聽人行為的變異。 

此外，由於受測者在未鎖定特定情境作為答覆基礎時，其本身

也 往 往 無 法 分 辨 出 哪 些 是 社 會 期 望 ， 哪 些 是 自 我 意 願

( Csikszentmihalyi & Csikszentmihalyi, 1988)，最後也會使得許多經驗

中微妙的面向都在其中錯失，而受測者為了迎合社會期望或文化價

值，也容易在潛意識下扭曲其內在真正的感受(Csikszentmihalyi & 
LeFevre, 1989)，無形中也使得資料的品質劣化。 

 

五、將特定時空情境納入題項架構 

當行為科學領域的研究者試圖取得稍縱即逝或是會隨不同情

境而改變的內在經驗時，科學化的詢問應該鎖定在特定時空的情境

下，如此比較能夠取得較高品質、較高效度的資料作為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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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如前節的題項範例所示，因為受測的閱聽人有詮釋題項訊息

專屬的權力，而題項中所詢問訊息本身的意義則須由個別受測閱聽

人在特定的時空情境中加以審視後方能彰顯。換言之，對於個別閱

聽人而言，題項中所詢問的「現實」(reality)的意義，必須由受測者

分別與主觀地在填答問項時，「在這裡」(in here)與「在此時」(right 
now)獨自建構，而不是集體與客觀地，「在那裡」(out there)取決於

大眾。也由於情境是理解閱聽人行為的一個重要關鍵，所以在詢問

閱聽人對於廣義媒介訊息所產生的影響時，應該以情境做為反映其

行為與感受的支撐點，  

要如何在題項中納入特定時空的情境要素以增加資料的效度

呢？簡言之，題項中的詢問必須依附在特定的時空情境，不應放任

題項產生跨時空的效應。在探索受測者態度、行為改變的量化取向

調查上，施測者可以採取開放式與封閉式兩種模式來進行調查，如

果施測者不熟悉受測者所可能身處的情境，則需有賴於透過開放式

題組來汲取受測者在任何特定時空下所處的情境；相對的，如果施

測者對於受測者所處的特定時空情境很有把握，自然可以透過封閉

式的題項快速探索受測者的情境與需求。但不管使用何種模式，施

測者在建構量表的題項時，都必須讓問項與題組建構在特定的時空

情境，可行的方法需配合研究主題而定，但常用的建構模式包含：

要求受測者回憶其印象最深刻的那一次使用經驗、記取上一次使用

的經驗、以最失敗或最成功的那一次經驗為主、鎖定在最滿意的那

次情境、昨天或今天的特定時空等等，並要求受測者「鎖定」在該

次特定的經驗或情境來填答題組。如果是一連串的類似或相關題

項，則需在題組中的每一個題項提示受測者「請鎖定你印象最深刻

的那次使用經驗，請問你 ………。」 

例如在教育領域中，研究者若要在某個課程結束後進行課程滿

意度調查，如果詢問的題項沒有鎖定在特定時空的情境，受測者到

底是評量課程最後一節課的滿意度、授課過程中某一單元的滿意

度、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那一次師生互動過程的滿意度或是對於整

體課程的泛泛感受，施測者往往對於所得到的資料是否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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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把握，因此很難取得具備效度的資料。如果所有的受測者都被

鎖定在特定時空情境中進行填答，例如要求受測者將其學習經驗的

回答定位在「覺得學到最多東西的那一堂課」的特定時空情境，這

樣受測者的答覆將會依附在該次自選的特定情境而讓思考有所依據

與的焦點，而不同的受測者未必會選取同樣一堂課，因為不同的受

測者對於「學到最多東西」的感受不同；而同樣的，研究者也能根

據「學習者覺得學到最多東西」的特定情境經驗來進行深究。事實

上，施測者要將詢問鎖定在特定時空情境的意圖，則需配合研究問

題以選擇其「情境」的特定時空，例如在研究癌症病人的治療經驗

的研究中，「情境」應該是鎖定病人「最困難」、「最痛苦」或「最難

受」的的治療階段；在捐血中心對於捐血者的態度研究中，「情境」

則可鎖定每一位捐血人「上一次」的捐血過程；在調查使用者對於

某種新事物的使用滿意度的研究，則可聚焦在使用者使用時，最糟、

最好、第一次或記憶最深的那次使用經驗(Dervin, 1992)。 

前節的題項例子，可將特定時空情境納入其詢問中，例如詢問

受測者「昨天」或「最近一次」使用網路的動機、「上週」使用網路

的時數、「最喜歡」或「最常看」的那個電視節目是否具以暴力傾向、

「昨天在家中看電視時」思考訊息背後企圖的次數、「上週的電視節

目」對自己的影響有多大、「今天是否」觀看電視上的政治新聞、是

否同意「上一次使用網路」時網路能提供有用的資訊（有效率、使

生活更充實）、是否同意「今天的網路使用」容易學會使用（使用很

方便、費用很便宜）。 

 

六、結論 

從過往採用意義建構理論進行資料蒐集的研究結果來看，採用

情境觀點來探索訊息對於閱聽人的影響，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都遠比

過往研究中使用人口變項或生活形態更能預測閱聽人的行為。因此

傳播學者在進行媒介效果研究時，在探索訊息對於閱聽人所產生的

效果(行為改變)時，應該考慮將特定情境變數納入在研究架構與調

查題項之中，也就是在特定時間與特定空間交錯的特定情境變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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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來詮釋訊息對受測者的意義。簡單的說，就是以特定情境作為基

點(anchor)來探索受測者對於訊息的感受或反應。 

建構在鎖定特定時空情境背後的效度邏輯是，雖然每一個個體

都鎖定在個人的特定時空，亦即每一個個體擁有個人獨特、專有的

情境，在該情境下個體都有其獨特性的詮釋，但當不同個體鎖定在

特定獨特的時空情境時，對於研究者而言，這些彼此相異的獨特性，

最後卻都能夠以「情境」歸納出具備通則化的行為情境。也就是說，

研究者透過讓不同受測者回顧發生在自己身上特定時空下所身處的

情境經驗，然後研究者再歸納這些情境下所產生的行為反應，以情

境作為預測變數，解釋閱聽人在相同情境下的行為變異。在透過以

閱聽人特定情境為核心的研究取向中，閱聽人將會提供非廣泛、非

普遍性的特定經驗與態度的資料，施測者也可藉以觀察訊息在特定

時空情境下如何使閱聽人的行為產生反應與改變(Dalrympl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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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ense-Making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viewpoint of relative meanings of situational messages, and suggests the 
inclusion of time/space specific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query 
items, to increase the quality and validity of data. Practically,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ituational factors to anchor 
respondents’ answers. Besides, researchers can employ the collected 
situated data to predict the meanings of messages to users and the 
reactions from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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